
·因应平台经济的法律调适·

　 　 编者按: 平台对法律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不限于反垄断法, 也不应止于追随政策。 理

论的反思、 立法的调适、 司法和执法的回应, 均可在此背景下展开, 为平台治理探索方向。

平台形态演变视域下

垄断行为的异化与因应

侯 利 阳
 ∗

内容提要: 将平台视为固定形态导致我国的学术研究难以形成合力, 即将开启的平台

监管也举步维艰。 平台已经从 Web
 

1. 0 形态中的信息存储中介进化为 Web
 

2. 0 形态中

的信息交互中介、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业务聚合中介。 平台形态的演变不但改变着

平台的定义, 也引发了平台垄断行为的扩张与异化, 分别是 Web
 

2. 0 形态与互联网生

态圈形态对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扩张, 以及生态圈形态中平台与非竞争平台、 商家关系

的异化。 虽然传统反垄断机制在引入平台形态演变的发展观后可以有效处理平台间的

垄断行为, 但无法应对平台与商家关系的异化, 即平台利用市场组织职能强化市场盈

利职能的相关行为。 为弥补反垄断机制之不足, 应当在区分平台类型的基础上设置分

类监管, 引导和监督大型平台内部规则的制定, 禁止超级平台实施自我优待, 并在扼

杀性并购中采取举证责任倒置。
关键词: 互联网生态圈 　 数字平台 　 双边市场 　 反垄断 　 监管

一、 问题之提出

　 　 数字平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产生之后, 迅速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型产业。 随着其经济占比的

日益提升, 平台垄断行为开始引发全球竞争执法机构的集中关注。 国际社会的平台反垄断执法始

于 2016 年欧盟对亚马逊在电子书销售中实施最惠国条款行为的反垄断调查 ( 下称 “ 亚马逊

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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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则集中出现于 2020 年底中央提出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的要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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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虽然我国执法机构对于平台反垄断的关注时间相对较短, 但学界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唐

山市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案 ( 下称 “ 百度案” ) 。
 

〔 3 〕
 

此后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 2009—2016 年) 以研究平台的相关市场与支配地

位为主, 较少研究垄断行为与竞争损害。 该阶段的学者肯定反垄断法对于数字经济规制的有效

性, 指出数字经济对于相关市场界定带来的挑战,
 

〔 4 〕
 

但并未主张直接认定数字平台的支配地

位。 第二阶段 ( 2017—2021 年) 以研究平台的垄断行为和竞争损害为主, 较少研究相关市场

与支配地位。 该阶段的学者似乎完全忽视了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 直接以数字经济的 “ 赢者

通吃” 特征来推定平台的支配地位。
 

〔 5 〕
 

也有学者提出, 需要适度放宽反垄断法的适用门槛以

适应数字经济的变化。
 

〔 6 〕
 

第三阶段 ( 2022 年至今) 的研究结论是, 数字经济领域中的部分

问题使得反垄断法不再有效, 需要引入监管以弥补反垄断机制之不足, 即反垄断法与监管的二

元共治。
 

〔 7 〕

　 　 既有文献梳理表明, 我国学界对于平台反垄断的研究存在观点相互冲突的问题。 这主要表

现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对于平台支配地位的认定方面, 由此引发了本文研究的第一个问

题———不同研究阶段中的平台是否具有相同的定义。 我国学界对于平台垄断行为的研究集中于

第二阶段, 这又引发了第二个问题———对平台垄断行为的集中研究中蕴含着数字经济的何种转

型。 按照平台发展的不同形态审视垄断行为的嬗变与异化, 引出了本文拟解决的第三个问

题———数字经济领域究竟存在哪些反垄断法无法规制的垄断行为, 是否以及需要何种监管措施

进行处理。 这三个问题是平台治理中的基础性问题, 关系着未来平台治理的发展方向。

二、 平台的形态演变与定义变迁

　 　 平台反垄断研究的起点应当是平台的定义, 否则难以在同一语境中进行学术探讨。 数字平

台自 20 世纪 90 年代产生以来一直处于形态演变之中。 平台的不同形态蕴含着迥异的发展目

标, 其所引发的垄断行为也有着不同的外在表现和内在特质。
　 　 (一) 作为信息存储中介的 Web

 

1. 0 平台

　 　 数字经济的出现与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密切相关。 互联网通信技术的端倪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开发的分组交换 ( packet

 

switching) 技术。 与此前电路交换 ( circuit
 

switching) 技术所

构建的以电信运营商为核心的高度中心化体系不同的是, 分组交换技术将信息分拆成数据包,
将各个数据包进行分组传输, 在所有数据包到达目的地后再重新整合。 因此, 这种通讯技术允

许用户间的点对点传输, 代表着去中心化的传输逻辑。 但分组交换技术的初始目的是实现信息

在用户间的直接传输, 并不必然要求平台的介入。
　 　 数字经济的商业化运行肇始于蒂姆·伯纳斯·李 1990 年发明的万维网协议。 商业化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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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信息传输的规模骤然提升, 纯粹的点对点传输无法满足商业化场景中的交互需求, 由此,
平台作为信息存储中介的角色应运而生。 数字经济的这种形态被称为 Web

 

1. 0 ( 1990—2000
年) 。 Web

 

1. 0 平台被学界定义为, 通过新型互联网通信技术将传统信息进行数字化存储, 并

向用户进行单向传输或者展示的商业组织形态。
 

〔 8 〕
 

代表性平台为门户网站, 我国的新浪、 搜

狐、 网易等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出现。 Web
 

1. 0 平台与我们当前讨论的平台相去甚远。 目前我国

对于平台的普遍性定义规定在 《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 下称

“平台反垄断指南” ) 第 2 条中, 即平台为 “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使相互依赖的双边或者多边

主体在特定载体提供的规则下交互, 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 该定义要求平台必

须同时服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用户群体。 而 Web
 

1. 0 平台仅服务同一类主体, 即信息的获取

者。 尽管 Web
 

1. 0 时期也存在早期的电子商务平台, 但其提供的服务主要是商品的价目表,
与促进商家和用户交易的现代电子商务平台明显不同。 因此, Web

 

1. 0 平台与线下图书馆、 纸

质媒体等传统信息中介区别不大, 仅将信息的传统存储模式升级为数字化存储。
　 　 处于 Web

 

1. 0 形态的数字经济呈现出较为激烈的竞争效应, 几乎没有平台获得垄断地位,
实践中也不存在垄断问题。 20 世纪末的学者对于数字经济的研究还主要限于其对国家安全与

知识产权侵权等方面的挑战。
 

〔 9 〕
 

关于平台反垄断的学术研究非常有限, 且大都认为数字经济

不会改变传统反垄断机制的底层逻辑。 比如, 波斯纳指出, 虽然数字经济 ( 彼时还称 “ 新经

济” ) 相较于传统经济有着诸多不同, 但反垄断法仍然有效, 无须对之作出特别调整。
 

〔10〕
 

因

此, Web
 

1. 0 平台被排除在本文的研究之外。
　 　 (二) 作为信息交互中介的 Web

 

2. 0 平台

　 　 作为信息存储中介的 Web
 

1. 0 平台只能通过广告盈利, 其既要面临其他平台的竞争, 又

要面临 (数字化的) 传统媒体的竞争。 缺乏创新盈利模式使得数字经济的泡沫在 2000 年前后

集中破灭。 平台企业的批量破产引发了业界对数字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随之开启了 Web
 

2. 0
形态 ( 2001—2010 年) 。 与 Web

 

1. 0 形态相比, Web
 

2. 0 形态对于数字经济的重组主要表现在

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 Web

 

2. 0 形态改变了平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Web
 

2. 0 平台虽然与 Web
 

1. 0 平

台使用相同的通信技术, 并未从技术逻辑上改变数字经济, 但增加了用户参与的选项, 使得平

台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用户逐渐被划分为具有不同需求的两类群体, 即信息的提供者 ( 商家)
与信息的获取者 (用户) 。 Web

 

2. 0 平台除了向用户单向提供信息之外, 还鼓励用户参与信息

的提供和创造, 由此促生了用户创造内容。
 

〔11〕
 

其业务重心开始转变为打造合作共享的社交网

络。
 

〔12〕
 

在此过程中, 平台逐渐演变为信息交互的中介, 与商家和用户共同促进互联网经济的

发展。 此时, 具有历史意义的平台有各种社交平台、 视频图像分享平台、 电子商务平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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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反垄断指南” 中的平台应当就是 Web
 

2. 0 平台。 与此相应, Web
 

2. 0 平台的收入来源在

广告费的基础上, 增加了收取商家和用户交易的手续费。
　 　 其二, Web

 

2. 0 形态改变了平台的职能。 Web
 

1. 0 平台仅承担市场盈利职能, 与用户是纯

粹的交易关系。 Web
 

2. 0 平台在此之外, 逐渐开始承担市场组织职能。 在传统的线下经济中,
市场组织职能主要由政府通过公权力建构, 但这些传统机制在信息交互场景中的应用存在较大

的限制。
 

〔13〕
 

为此, Web
 

2. 0 平台需要构建一套适合线上交易的信任机制与安全机制, 如在线

信用评价、 第三方支付、 在线纠纷解决等。 这些新的职能以平台内规则的形式展现, 使得平台

开始改变 “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及权力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 。
 

〔14〕

　 　 其三, Web
 

2. 0 形态首次造就了平台的垄断力量。 数字经济的真正繁荣发轫于 Web
 

2. 0 形

态, 该形态产生了我们现在熟知的各种平台, 如百度、 阿里、 腾讯等。 Web
 

2. 0 发展初期, 各

种平台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 比如, 百度直至 2008 年还面临着谷歌、 雅虎等搜索引擎平台的

强力狙击, 甚至出现过市场份额下滑的情况。
 

〔15〕
 

随着 Web
 

2. 0 平台开始逐步展示 “ 赢者通

吃” 的特征, 市场集中化发展的趋势愈演愈烈。 至 2010 年前后, 各个头部平台的市场地位正

式确立。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平台反垄断案件开始在我国出现, 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件为 “ 百

度案” 与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 (深圳) 有限公司案 (下称 “ 3Q 案” ) 。
 

〔16〕
 

与之

相对应, 我国的平台反垄断研究也是从 2009 年正式开启。
　 　 (三) 作为业务聚合中介的互联网生态圈平台

　 　 尽管 Web
 

2. 0 形态扩张了平台的定义, 但处于该形态的平台依然只是数字信息的传输工

具, 尚未与实体经济真正结合。 大致从 2010 年之后, 数字经济开始确立 “ 互联网+” 的发展

方向, 即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结合。 与实体经济的结合极大地扩张了数字经济的经营范

围, 造就了 Web
 

2. 0 形态中不曾出现的分享经济, 如在线餐饮外卖、 网约车、 互联网租房等,
并又一次改变了数字经济。
　 　 首先, 平台的经营范围被再次扩张。 Web

 

2. 0 平台集中于单种业务的经营, 这种经营模式

使得各种头部平台与其经营业务呈现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 百度在口语中甚至已经转变为动

词, 意指在线搜索。 但在 “互联网+” 的引导之下, 平台开始摆脱单种业务经营的发展模式,
成为多种业务聚合经营的中介平台。

 

〔17〕
 

这种现象被学界冠以 “互联网生态圈” 之名, 即 “通

过构建一个多边群体合作共赢机制使得平台生态圈在核心业务的驱动下, 各个衍生覆盖业务模

块经过有机的协同而形成的系统” 。
 

〔18〕
 

互联网生态圈主要有两种类型: 生产型生态圈与广告

型生态圈。
 

〔19〕
 

前者以某种设备 (如苹果) 或者服务 ( 如淘宝) 作为核心打造, 后者则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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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提供的主营业务 ( 如微信、 百度等) 来获取广告收入。 虽然这两类生态圈的目标一致,
但盈利方式存在差异。 生产型生态圈以提升核心业务的质量作为主要盈利手段。 广告型生态圈

的主要利润不来自用户端, 因此其是以增加用户黏性的方式来获取广告利润。 学界对此尚未有

统一的名称, 本文称之为互联网生态圈形态 ( 2010 至今) ,
 

〔20〕
 

即通过网络信息技术, 使相互

协同的多种平台业务在核心平台业务的连接下聚合, 以此共同创造价值的商业组织形态。
　 　 其次, 平台的经营模式被再次改变。 经营单种业务的 Web

 

2. 0 平台以提升平台业务质量

作为主要发展目标。 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则衍生出跨业经营的商业模式, 逐渐发展成为凝聚各种

互联网业务的聚合型平台, 为用户提供 “ 一站式” 的消费体验, 同时满足用户的多种需

求。
 

〔21〕
 

其经营扩张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 平台在主营业务之余进军其他平台

业务。 这种模式又可以具体细分为两个子模式, 分别是平台通过自行开发提供其他平台业务,
如腾讯在微信中植入朋友圈、 公众号、 小程序、 第三方支付等, 以及平台通过并购、 持股等方

式吸纳其他平台进入同一生态圈, 如阿里集团并购高德地图等。 第二个层面是, 互联网生态圈

平台利用其所掌握的平台内交易信息, 选择盈利率最高的商家经营领域亲自入场经营, 与商家

展开直接的竞争。
　 　 (四) 平台定义变迁中的三重扩张

　 　 上述三种形态表面上只是数字经济商业模式的升级与迭代, 但在深层次上蕴含着平台定义

的变化。 具体而言, 这三种形态代表着平台定义在三个层面的连续扩张:
　 　 第一, 平台内市场主体的扩张。 Web

 

1. 0 平台主要是信息存储的中介, 其面对的是具有同

种需求的信息索取用户, 主要功能是信息的单向展示, 因此仅涉及两类市场主体: 平台与用

户。 Web
 

2. 0 平台发展成为信息交互中介, 其目的是协助商家和用户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交

易, 构建起平台、 商家和用户之间的三角结构, 平台内的市场主体数量也升级为三个或者三个

以上。 互联网生态圈平台从核心平台业务向其他平台业务开拓, 形成以核心平台业务为轴心、
以其他子平台业务为辐状的结构, 向商家和用户提供多业务的聚合式商品或者服务。 因此, 互

联网生态圈平台内的市场主体除了商家和用户之外, 又增加了子平台这个全新的市场主体。
　 　 第二, 平台内法律关系的扩张。 Web

 

1. 0 平台只是信息服务的提供者, 与其用户之间是信

息提供的合同关系。 Web
 

2. 0 平台除了给商家和用户提供信息服务之外, 还要保障商家和用户

之间交易的顺利进行。 因此, Web
 

2. 0 平台与商家和用户之间首先是中介服务的合同关系。 其

次, 由于平台新增的市场组织职能, 其与商家和用户之间又产生了第二重法律关系, 即市场管

理关系。 尽管存在双重法律关系, 但在 Web
 

2. 0 形态中, 平台与商家和用户共同创造价值,
三者属于利益共同体。

 

〔22〕
 

而在互联网生态圈的改造之下, 平台与商家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
二者不再只是合作关系。 随着互联网生态圈平台进入商家经营领域, 其与商家之间又发展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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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所以不延续 Web
 

1. 0 和 Web
 

2. 0 的命名方式而将此形态命名为 Web
 

3. 0, 主要原因是, 学界和业界对 Web
 

3. 0 的内涵有诸多不同的解读 ( See
 

Archana
 

Patel
 

&
 

Sarika
 

Jain,
 

Present
 

and
 

Future
 

of
 

Semantic
 

Web
 

Technologies:
 

A
 

Re-
search

 

Statement,
 

43
 

( 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s
 

and
 

Applications
 

413
 

( 2021) ;
 

Alex
 

Murray
 

et
 

al.,
 

The
 

Promise
 

of
 

A
 

Decentralized
 

Internet:
 

What
 

Is
 

Web
 

3
 

and
 

How
 

Can
 

Firms
 

Prepare ? ,
 

66
 

( 2)
 

Business
 

Horizons
 

191
 

( 2023) ) 。 而且

这些解读均是从技术层面来界定 Web
 

3. 0, 与本文挖掘平台垄断行为的主旨相去甚远。 为避免不必要的定义争

执, 本文采用互联网生态圈的表述方式。
参见赵振: 《 “ 互联网+” 跨界经营: 创造性破坏视角》 , 《 中国工业经济》 2015 年第 10 期, 第 151 页以下。
参见李允尧等: 《 平台经济理论研究动态》 , 《 经济学动态》 2013 年第 7 期, 第 129 页。



三重法律关系, 即竞争关系。
　 　 第三, 平台市场规模的扩张。 Web

 

1. 0 形态的出现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使得平台获得超

越传统企业的规模, 即平台规模的第一次扩张。 不过, Web
 

1. 0 平台并未真正突破企业的传统

性质。 与之相比, 作为信息交互中介的 Web
 

2. 0 平台打破了企业与市场的边界。 以市场形态

呈现的 Web
 

2. 0 平台第二次扩张了平台的规模, 并初步展现出数字经济的 “ 赢者通吃” 效应。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对平台的规模进行了第三次扩张, 使得平台不再是单种业务的分散式经营,
而是以核心平台业务为依托的聚合式经营。 不同的平台业务被注意力和数据这两项重要资产横

向打通, 再加上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平台的规模进一步扩张。 平台规模的多次扩张不但引发了

学术界的关注, 更引发了各国权力机构的关注。 多数国家开始改变之前对于数字经济放任自由

的规制态度, 通过加强反垄断执法或者制定新的监管法规的方式进行严格控制。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数字平台从 Web

 

1. 0 形态中的信息存储中介进化为 Web
 

2. 0 形

态中的信息交互中介, 进而演化成如今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业务聚合中介。 数字经济的形态

演变确实引发了平台定义的变化。 从时间发展来看, 我国关于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一阶段对应

的是 Web
 

2. 0 平台, 第二阶段对应的是互联网生态圈平台。 平台内市场主体的数量越多、 平

台的职能越复杂、 平台的规模越大, 意味着平台垄断行为的类型和数量越多。 因此, 互联网生

态圈平台涉及的垄断行为一定会多于 Web
 

2. 0 平台。 这回应了我国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一阶

段主要研究相关市场、 第二阶段主要研究垄断行为的现象。

三、 Web
 

2. 0 形态中的垄断行为

　 　 将平台定义的扩张与反垄断分析相结合, 则可发现研究平台垄断行为的两个关键点: 一是

平台定义的变化对于相关市场界定的影响, 二是平台定义的变化对于垄断行为类型的影响。 后

者的分析又可在两个层面具体展开: 其一是平台间 ( 或者生态圈间) 竞争中产生的垄断行为,
其二是平台内 (或者生态圈内) 竞争中产生的垄断行为。
　 　 (一) Web

 

2. 0 平台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与解决

　 　 目前学界用以解释 Web
 

2. 0 形态的通行理论为双边市场。
 

〔23〕
 

双边市场具有三个核心特

征: ( 1) 存在两个或者多个不同的用户群体, 且这些群体必须通过平台进行交互。 ( 2) 这些

用户群体之间存在交叉网络效应, 即其中一个用户群体数量的增加会引发另一个用户群体数量

的增加。 ( 3) 平台对这些用户群体施加不均衡的价格结构, 往往表现为对于某个用户群体的

免费策略。
 

〔24〕
 

从 “平台反垄断指南” 第 2 条的规定来看, 我国当前对于平台的定义应当是基

于 Web
 

2. 0 形态的双边市场平台。
　 　 传统的单边市场仅涉及一种商品或服务, 其竞争也主要围绕该商品或服务展开。 Web

 

2. 0
形态的双边市场则涉及两种以上的商品或服务, 其竞争需要围绕多种商品或服务展开。 因此,
双边市场的竞争范围要大于单边市场, 此即 Web

 

2. 0 平台的市场规模大于 Web
 

1. 0 平台的内

因。 在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一阶段中, 我国学界的争议主要是双边市场中的相关市场界定应当

·981·

平台形态演变视域下垄断行为的异化与因应

〔23〕

〔24〕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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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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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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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990
 

( 2003) .
参见张江莉: 《 论相关产品市场界定中的 “ 产品界定” ———多边平台反垄断案件的新难题》 , 《 法学评论》 2019
年第 1 期, 第 189 页。



以其中一个用户群体为主, 还是需要囊括所有的用户群体。
 

〔25〕
 

学界的纠结点在于, 无论选择

何者均存在执法困境: 一方面, 若只基于某个用户群体来界定相关市场, 则无法反映双边市场

的全貌。 双边市场平台需要对不同的用户群体进行差别定价, 其往往采用免费或者低价的策略

来培养该群体的数量, 以此吸引其他付费的用户群体。 若单单考虑其中某个用户群体, 则双边

市场平台对于用户的免费策略可能涉及掠夺性定价的问题。
 

〔26〕
 

另一方面, 若在相关市场界定

中囊括所有的用户群体, 则会出现相关市场范围过大而无法认定支配地位的尴尬。
 

〔27〕
 

这主要

是因为, 注意力已经成为数字经济中的 “ 通货” ,
 

〔28〕
 

仅以注意力进行替代性分析的话, 所有

的平台业务都可被划定在同一个相关市场, 那么任何一个平台都不具有支配地位。
　 　 从近期国内外平台反垄断的执法实践来看, 这种理论上的担忧并未给司法和执法机构带来

真正的挑战。 按照商家与用户是否存在直接的交易关系, 双边市场可以分为交易型双边市场和

非交易型双边市场。
 

〔29〕
 

前者的典型例子为电子商务平台。 其所服务的主要群体是商家与用

户, 二者必须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发生交易。 后者的典型例子为搜索引擎平台。 其所服务的群体

为广告商与用户, 二者虽然发生信息交互, 但并不存在真正的交易活动。 此外, 这两种双边市

场所服务的用户群体也存在不同的需求。 对于电子商务平台来说, 商家的需求是销售, 用户的

需求是购买。 对于搜索引擎平台来说, 广告商的需求是投放广告, 用户的需求是获取信息。 鉴

于这两种双边市场的差异, 司法和执法机构采取了不同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
　 　 首先, 基于交易型双边市场的核心是商家与用户的交易, 实践中将此类双边市场的相关市

场界定为实现相关交易的平台业务, 也即在相关市场界定中囊括了所有的用户群体。 比如, 在

我国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下称 “阿里案” ) 中, 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将涉案相关市场界定为 “ 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 。
 

〔30〕
 

在美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下称 “美团案” ) 中,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之界定为 “网络餐饮外卖平台服务市场” 。
 

〔31〕
 

将所有用户群体界定为同一个相关市场的理论难点在于基于何种用户群体认定市场支配地位。
但该问题并未导致实践层面的困难。 交叉网络效应的存在使得交易型双边市场平台在商家端的

市场力量与在用户端的市场力量呈现正比例增加。 无论是从商家端还是从用户端来测量此类平

台的支配地位, 结果应当相同。 比如, 在 “ 美团案” 中, 执法机构测算了美团在商家端的市

场份额为 70. 7%, 在用户端的市场份额为 68. 5%, 二者近乎等同。 因此, 将交易型双边市场

界定为统一的相关市场成为实践中的自然选择。
　 　 其次, 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中的商家与用户缺乏直接的交易, 实践中分别基于不同的用户群

体来界定此类双边市场的相关市场, 从而包括多个相关市场。 我国目前尚未有非交易型双边市

场的成案, 但欧盟对于谷歌搜索引擎已经作出了多个反垄断处罚。 在 2017 年 “ 谷歌比价购物

·091·

法学研究 2024 年第 1 期

〔25〕

〔26〕
〔27〕
〔28〕
〔29〕

〔30〕
〔31〕

参见李剑: 《 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 “ 百度案” 中的法与经济学》 , 《 法商研究》 2010 年第 5
期, 第 43 页。
参见陈兵: 《 因应超级平台对反垄断法规制的挑战》 , 《 法学》 2020 年第 2 期, 第 110 页。
参见于馨淼: 《 搜索引擎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 《 中国法学》 2012 年第 3 期, 第 120 页。
参见侯利阳、 李剑: 《 免费模式下的互联网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 , 《 现代法学》 2014 年第 6 期, 第 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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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 ( 2021) 2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 ( 2021) 74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 中,
 

〔32〕
 

鉴于谷歌的垄断行为作用于搜索引擎服务, 因此该案的相关市场被界定为搜索引

擎服务市场, 这实际上是从用户端来界定相关市场。 在 2019 年 “ 谷歌广告案” 中,
 

〔33〕
 

涉案

垄断行为作用于互联网广告端, 因此该案的相关市场被界定为互联网广告市场。 由此可见, 欧

盟是基于垄断行为作用的用户群体来界定非交易型双边市场的相关市场。 针对相关市场范围可

能会被无限扩大的担忧, 欧盟认为, 不同平台业务所产生的注意力不具有替代性。 故在 “ 谷

歌比价购物案” 和 “谷歌广告案” 中, 欧盟将搜索引擎所聚集的注意力认定为单独的相关市

场, 与其他平台业务所产生的注意力不具有替代性。 因此, 学界关于非交易型双边市场中相关

市场界定的担忧也已被执法实践所解决。
　 　 (二) 平台间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在双边市场的经济模型中, 平台在经营中主要面对四类主体: 商家、 用户、 非竞争平台、
竞争平台。 平台与商家和用户之间的行为属于平台内竞争的范畴, 平台与竞争平台和非竞争平

台之间的行为属于平台间竞争的范畴。 其中, Web
 

2. 0 平台与非竞争平台可以在互联互通的过

程中实现流量的共同提升, 因此属于利益共同体, 较少发生垄断纠纷。 Web
 

2. 0 平台与竞争平

台不存在交易关系, 无法直接对竞争平台实施垄断行为, 只能通过其所服务的商家和用户间接

实施垄断行为。
　 　 研究平台垄断行为无法绕过的主题是数字经济的 “ 赢者通吃” 效应。 数字经济相较于传

统经济确实展现出市场规模庞大的特征。 尽管这种特征从数字经济产生之初就已出现, 但传统

经济中的企业受制于交易成本, 往往无法占领整个市场。 因此, 传统经济中曾出现过企业与市

场的区分。
 

〔34〕
 

由于无法占领整个市场, 传统经济中的竞争模式也被称为 “ 市场内竞争”
( competition

 

in
 

the
 

market) 。 换言之, 每个企业的经营目的是获取更多的市场份额, 但始终无

法形成垄断。 在双边市场中, 交叉网络效应的存在意味着, 用户规模是平台在竞争中胜出的关

键。 用户规模越大, 竞争优势就越强。 因此, Web
 

2. 0 形态中的竞争模式转变成 “为了市场的

竞争” ( competition
 

for
 

the
 

market) 。 换言之, 平台必须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 甚至垄断整个市

场, 此即 “赢者通吃” 现象的内因。
 

〔35〕

　 　 虽然 “赢者通吃” 效应可以解释 Web
 

2. 0 平台何以形成超大规模, 但难以直接证明数字

平台一定会形成垄断地位。 从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来看, 真正能够 “ 赢者通吃” 的平台业务

为数甚少,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宿主效应 ( multi-homing) 。
 

〔36〕
 

多宿主效应是指用户可以同

时拥有多个相似平台业务的应用程序, 在每次使用时选择最为适合的平台业务。 与之相对应,
单宿主效应 ( single

 

homing) 则是指虽然存在多个竞争平台, 但用户会倾向于仅使用某个平台

的业务。 具有单宿主效应的平台会自然获得垄断地位, 但天然具有这种效应的平台极少, 如即

时通讯平台。 因此, 为了获取垄断地位, Web
 

2. 0 平台需要实施策略性行为来突破多宿主效应

的限制, 打造自身平台的异质性, 人为营造单宿主效应。 为此, 平台可能实施的垄断行为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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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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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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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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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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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独家交易与最惠国条款。
　 　 首先, 限制竞争平台发展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自身的商家或者用户不得使用竞争平台的

业务, 此即独家交易 (或者说 “二选一” ) 。 双边市场存在多种用户群体, 独家交易既可以针

对用户实施, 如 “ 3Q 案” , 也可以针对商家实施, 如 “ 阿里案” 、 “ 美团案” 以及同方知网

(北京) 技术有限公司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下称 “中国知网案” ) 、
 

〔37〕
 

上海食派士商贸发

展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38〕
 

平台实施独家交易的最终目的是使竞争平台无法达成规

模优势, 从而被排挤出市场。
 

〔39〕
 

独家交易既可以表现为直接限制, 如强迫、 胁迫商家或者用

户不得与竞争者交易, 也可以表现为间接限制, 如通过较低的手续费、 忠诚折扣等利益引诱,
吸引商家或者用户不与竞争者交易。 独家交易同时具有排除、 限制竞争以及促进竞争的双重效

果, 故通说认为, “不能对其适用本身违法原则, 只能适用合理原则进行违法性认定” 。
 

〔40〕
 

独

家交易在传统经济和数字经济中均存在。 在审理传统经济中的独家交易案件时, 最高人民法院指

出, 认定该行为的竞争效果需要考虑其 “是否提高市场进入壁垒或者增加竞争对手的成本, 产生

市场封锁效应” 。
 

〔41〕
 

在审理数字经济中的相关案件时, 执法机构的分析重点同样是独家交易

是否 “形成锁定效应, 减少自身竞争压力, 不当巩固并强化自身市场力量” 。
 

〔42〕
 

二者并无本

质差异, 换言之, 传统反垄断法的分析方法对于数字经济同样适用。
　 　 其次, 与独家交易通过商品或服务的独特性来实现单宿主效应不同的是, 最惠国条款

( most-favoured-nation
 

clause) 通过价格的独特性 (最低价) 来实现单宿主效应。 广义的最惠国

条款是指, 平台要求商家在其平台上销售的商品或服务的价格必须是全网最低的, 包括该商家

在竞争平台上的价格以及在自营网站上或者线下店中的价格。 狭义的最惠国条款仅指, 平台要

求商家在其平台上设定的价格不得高于自营网站上或者线下店中的价格。 学界通说认为, 广义

的最惠国条款会提升中小平台的竞争成本, 尤其是当平台业务同质性明显时, 会产生较强的单

宿主效应。
 

〔43〕
 

与之相比, 狭义的最惠国条款同时具有促进竞争和限制竞争的双重效果, 其一

方面可以防止商家通过平台推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却绕开平台进行交易的搭便车行为, 但另一

方面也存在市场封锁和价格合谋的风险。
 

〔44〕
 

因此, 二者均得适用合理原则的分析模式。
 

〔45〕
 

这表明, 平台实施的最惠国条款并未超过传统反垄断机制的调整范围。 我国目前尚无涉及最惠

国条款的平台案件, 但在传统经济中对该行为进行过处罚。
 

〔46〕
 

执法机构指出, 最惠国条款在

通常情况下不足以产生排除、 限制竞争的效果, 只有在产生市场锁定效应时才应禁止。 针对数

字经济中的最惠国条款, 欧盟近期也在反垄断立法和执法层面作出类似的回应。 在立法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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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处罚 〔 2022〕 8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参见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沪市监反垄处 〔 2020〕 06201901001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参见王晓晔: 《 论电商平台 “ 二选一” 行为的法律规制》 , 《 现代法学》 2020 年第 3 期, 第 153 页; 焦海涛:
《 “ 二选一” 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 《 财经法学》 2018 年第 5 期, 第 80 页。
叶明: 《 互联网企业独家交易行为的反垄断法分析》 , 《 现代法学》 2014 年第 4 期, 第 67 页。
最高人民法院 ( 2020) 最高法知民终 1140 号民事判决书。
前引 〔 30〕 , “ 阿里案” ; 前引 〔 31〕 , “ 美团案” 。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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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iel
 

Sokol,
 

Online
 

RPM
 

and
 

MFN
 

under
 

Antitrust
 

Law
 

and
 

Economics,
 

50
 

( 2)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43
 

( 2017) .
参见黄勇、 田辰: 《 网络分销模式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反垄断法分析》 , 《 法律适用》 2014 年第 9 期, 第 50 页。
参见孙晋、 徐泽林: 《 平台经济中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反垄断法规制》 , 《 当代法学》 2019 年第 5 期, 第 105 页。
参见伊士曼 ( 中国)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沪市监案处字 ( 2019) 第

000201710047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欧盟认为, 狭义的最惠国条款往往具有促进竞争的效果, 因此对之进行批量豁免, 但广义的最

惠国条款可能会产生市场封锁的效果, 应当对之进行合理原则的分析。
 

〔47〕
 

在执法层面, 欧盟在

“亚马逊案” 中认定亚马逊电子书销售中的最惠国条款违法, 其原因正是涉案行为与亚马逊的

支配地位相结合后产生了市场封锁的效果。
 

〔48〕
 

因此, 数字经济中的最惠国条款亦未展示出与

传统经济的差异, 传统反垄断法的适用并不存在障碍。
　 　 (三) 平台内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平台内竞争涉及平台与商家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为了更好地保障双边市场的运行, Web
 

2. 0
平台会尽可能地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原则上不会与商家和用户发生利益冲突。 但从我国的实践

来看, 平台与商家和用户在例外情形中也会发生垄断纠纷。
　 　 一是拒绝交易。 数字经济发展至今已经演变成为注意力经济。 注意力的重要意义使得平台

往往不会对用户作过多限制。
 

〔49〕
 

因此, 与平台发生冲突的主体主要为商家, 多涉及平台对商

家的封号行为, 典型案例为 “百度案” 与徐书青诉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等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案 (下称 “徐书青案” ) 。
 

〔50〕
 

在 “ 百度案” 中, 原告因人为操控搜索结果而被百

度屏蔽。 法院指出, 若百度不对人为提高搜索排名的行为进行控制, 则会导致搜索业务的无序

竞争, 降低用户的检索质量, 因此百度的屏蔽行为合法。 在 “徐书青案” 中, 原告因发布包含

广告语的微信表情包而被腾讯封禁。 法院判定, 原告的行为违反了腾讯制定的平台内规则, 因此

“应该优选在合同法框架下解决, 而不是直接诉诸反垄断法” 。 这些案件本质上涉及平台基于市

场组织职能对于商家不当行为的管理活动。 共同利益的存在使得平台缺乏对商家实施垄断行为的

动力, 因此, 这些所谓的 “垄断纠纷” 所涉及的并非真正的垄断行为, 而是平台实施市场管理

行为所造成的冲突, 原则上属于自我规制的范畴, 应当由平台依照平台内规则自行处理。
 

〔51〕

　 　 二是超高定价。 Web
 

2. 0 平台在理论上存在实施超高定价的可能。 该行为既可能发生在平

台与商家之间, 也可能发生在平台与用户之间, 这取决于平台的定价结构。 但无论哪种, 都只

能发生在平台与付费的交易性主体之间, 且亦未超越传统反垄断机制的调整范围。 比如, 在

“中国知网案” 中, 执法机构就依据反垄断法认定中国知网的行为构成超高定价。 但需强调的

是, Web
 

2. 0 平台与商家和用户是利益共同体, 超高定价在数字经济中的发生概率非常低。 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发布的报告中甚至不将超高定价列为各国执法机构必须关注的平

台垄断行为。
 

〔52〕
 

即便是 “中国知网案” , 也很难说是纯粹的超高定价案。 在该案中, 执法机

构共认定了独家交易与超高定价两类垄断行为, 但着重分析了独家交易行为, 仅以中国知网的

价格超过之前的价格及竞争者的价格就认定该行为构成超高定价。
 

〔53〕
 

在反垄断法上, 确定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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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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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01- 01.
参见前引 〔 1〕 , “ 亚马逊案” 。
在 “ 3Q 案” 中, 腾讯对用户的选择权作出限制, 导致用户转向其他即时通讯软件, 反而 “ 带来了更活跃的竞

争” 。 自该案后, 再未见平台对用户采取过类似的限制。 参见前引 〔 16〕 , “ 3Q 案” 。
参见前引 〔 3〕 , “ 百度案” ; 最高人民法院 ( 2017) 民申 4955 号民事裁定书。
参见陈永伟: 《 平台反垄断问题再思考: “ 企业—市场二重性” 视角的分析》 , 《 竞争政策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第 33 页。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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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hinking
 

Antitrust
 

Tools
 

for
 

Multi-s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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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p. 104,
 

www. oecd. org / competition / rethinking- anti-
trust-tools-for-multi-sided-platforms. htm,

 

last
 

visited
 

on
 

2024- 01- 01.
参见前引 〔 37〕 , “ 中国知网案” 。



高定价的违法性需要衡量价格与成本的关系。
 

〔54〕
 

任何平台在运行初期总是通过亏本的方式来

吸引用户, 其后的提价能否覆盖前期的沉没成本并非一目了然。 执法机构在未比较中国知网的

价格与运营成本的基础上就认定该行为违法, 不完全符合超高定价的分析方法。
 

〔55〕
 

但该案也

表明, 平台通常不会仅实施超高定价行为, 而是会以其他垄断行为作为辅助手段, 此时, 对其

他垄断行为进行反垄断执法即可有效避免超高定价的问题。
　 　 三是大数据杀熟。 大数据杀熟是指平台对于不同用户进行个性化定价的行为。 虽然个性化

定价可以表现为对新客设置比熟客更低的价格, 但学界关注的主要是平台对消费能力高的用户

设置更高价格的行为。 产生大数据杀熟的主要原因是, 平台可以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来预测其行

为模式。
 

〔56〕
 

但到目前为止, 大数据杀熟只是媒体的猜测, 尚未有任何证据表明平台正在普遍

性地实施该行为。
 

〔57〕
 

因此, 至少在现阶段, 探讨该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尚不具有现实意义。 即

便反垄断法无法适用, 我国现有的其他法律也能够有效解决其规制问题。 比如, 个人信息保护

法第 14 条要求, 平台在处理个人信息前必须获得用户的事先同意。 若平台搜集用户数据的目

的是实施大数据杀熟, 则必须事先告知用户, 此时用户可以行使否决权。 又如, 电子商务法

第 18 条第 1 款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根据消费者的兴趣爱好、 消费习惯等特征向其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搜索结果的, 应当同时向该消费者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 大数据杀熟

往往需要结合信息搜索进行, 因此, 该条同样赋予用户否决权。 总之, 在大数据杀熟未被完全

证实之前, 上述法律已经可以较好地保护用户的利益, 无须动用反垄断法。
　 　 Web

 

2. 0 平台凭借信息交互中介的功能创造了数字平台史无前例的超大规模, 改变了传统

企业的竞争模式与经营模式。 这种新型的商业模式确实给传统反垄断法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困

难, 但并未导致后者的系统性坍塌。 Web
 

2. 0 平台对于传统反垄断实施机制的挑战主要表现在

相关市场的界定。 一旦该问题被解决, 平台企业与传统企业在平台间竞争中的垄断行为上就不

存在本质性的差异了。 与传统企业相比, Web
 

2. 0 平台被赋予市场组织职能, 引发了平台内竞

争中的垄断假象, 但此类纠纷属于平台自我规制的范畴, 原则上无须政府的外力控制。 这也是

我国学界在平台反垄断研究的第一阶段主要关注相关市场与支配地位、 较少研究平台垄断行为

的深层次原因。

四、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垄断行为

　 　 互联网生态圈的出现, 一方面与新用户红利期衰退后平台创收压力激增相关, 另一方面与

不同平台业务之间的共同成本趋同化发展相关。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不但进一步扩张了数字经济

的范围, 而且加深了平台与其他市场主体的交互, 从而引发了更多的新型垄断行为。
　 　 (一) 互联网生态圈中相关市场的扩张及其应对

　 　 在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 平台之间的竞争不再是单种业务的竞争, 而是以核心平台业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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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vis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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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的聚合业务竞争。 生态圈平台的真正经营目的是, 围绕核心平台业务, 不断试探注意力与

数据这两项重要资产在数字经济中的发展边界, 从而实现二者的最大化运营。 这种新型的经营

模式在扩张生态圈平台经营范围的同时, 也扩张了相关市场的范围。
　 　 其一,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竞争重心开始向核心平台业务聚拢。 当平台发展至互联网生

态圈形态, 核心平台业务的作用开始凸显, 难以形成聚合效应的非核心平台业务原则上无须成

为反垄断法的关注对象。 欧盟数字市场法第 2 条仅将在线中介服务、 在线搜索引擎、 在线社交

网络、 视频分享、 即时通讯、 操作系统、 网页浏览器、 虚拟助手、 云存储、 在线广告这十种平

台业务列为核心平台业务, 对其他平台业务不予监管。 我国执法机构尚未关注到核心平台业务

在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意义。 比如, 2021 年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 《 互联网平台

分类分级指南 (征求意见稿) 》 (下称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见稿” ) 与 《互联网平台落实主

体责任指南 (征求意见稿) 》 (下称 “平台责任指南意见稿” ) 。 其中,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

见稿” 提供了相关市场界定的思路, 但其共界定了 31 类平台业务, 将几乎所有的平台业务类

型纳入监管范畴。 这背后的逻辑假设应当是, 每一种平台业务都有可能成为生态圈的核心。 但

客观来看, 其中的多数业务难以成为核心平台业务, 如垂直商品交易类、 商超团购类、 家政服

务类、 金融资讯类等。 对于平台的这种分类方式意味着, 我国执法机构对于平台的监管思路依

然停留在 Web
 

2. 0 形态, 尚未察觉到互联网生态圈形态所带来的重大竞争转型。
　 　 其二,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正在加速着传统平台业务之间的融合。 我国尚未有生态圈平台实

施垄断行为的成案, 但近期的 “腾讯封禁抖音案” 蕴含着生态圈间竞争的场景。
 

〔58〕
 

该案涉及

腾讯在微信中禁止用户直接转发抖音视频链接的行为。 按照双边市场理论, 微信处于即时通讯

市场, 抖音处于短视频市场, 二者处于不同的相关市场。
 

〔59〕
 

但令人奇怪的是, 在诸多生态圈

中, 腾讯生态圈主要针对抖音生态圈实施封禁行为, 而与其他生态圈相对处于和平发展的状

态。 这意味着,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的出现导致腾讯与抖音之间的经营范围开始发生重叠。 我国

执法和司法机构尚未关注到这种转变。 2023 年 9 月 6 日欧盟委员会依据数字市场法第 3 条,
将抖音 ( Tiktok) 指定为平台看门人 ( gatekeeper) ,

 

〔60〕
 

并将之定性为社交网络平台, 与脸书

( Facebook) 、 照片墙 ( Instagram) 、 领英 ( LinkedIn) 等处于同一个相关市场。 而微信的朋友

圈同样属于社交网络。 循此界定, 抖音与微信就共处于社交网络这个边界扩张后的相关市场。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腾讯专门针对抖音实施封禁行为, 而不是其他生态圈。 由此看来, 互联网生

态圈形态确实引发了传统平台业务的融合, 从而产生了更大范围的相关市场。
　 　 与 Web

 

2. 0 平台主要从规模经济效应的角度扩张数字经济的规模、 通过互联网技术降低

交易成本以寻求 “为了市场的竞争” 不同的是, 互联网生态圈平台的出现从范围经济效应的

角度再次强化了数字经济的新型竞争模式。 从平台的角度来看,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可以突破注

意力和数据的边界, 使得平台能够降低不同业务之间的经营成本。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 一站

式” 消费的生态圈使用户可以通过一个账号同时登录多个互联网平台, 提升使用不同平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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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体验。 此外, 同时提供多种业务还可以产生限制经营单种业务平台竞争的垄断效果。 囿于

新用户红利期的衰退, 平台进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运营成本, 另一方面是为

了与竞争者抢夺用户。 因此,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竞争更为激烈, 也更容易引发平台滥用支

配地位的担忧。
　 　 对于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业务聚合, 反垄断法中存在组产品市场 ( cluster

 

market) 的应

对举措, 将能够产生强范围经济效应的多种业务界定为同一个相关市场。
 

〔61〕
 

应用组产品市场

的最佳例子为超市。 虽然超市中的每种商品都应界定为单独的相关市场, 但各国司法和执法机

构总是将之一揽子界定为超市类商品。
 

〔62〕
 

互联网生态圈所构造的正是组产品市场, 而非单种

平台业务的多个市场。
 

〔63〕
 

从目前的市场发展来看, 各个生态圈主要还是围绕核心平台业务进

行打造。 因此, 互联网生态圈中的相关市场界定也应当围绕核心平台业务, 其他非核心平台业

务应当纳入核心平台业务所构成的组产品市场之中。 但此时的难点之一是, 核心平台业务的种

类处于持续的发展演变之中, 最终呈现出何种结果尚不可知。 另一难点是, 业务聚合还在改变

着核心平台业务之间的边界, 以 Web
 

2. 0 平台的思维来认知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必然导致假阳

性错误。 对此, 司法和执法机构需要不断观察互联网生态圈打造中平台业务的融合趋势, 以此

来判断我国应当基于何种核心平台业务来界定相关市场。
　 　 (二) 生态圈间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在进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之后, 平台与竞争平台的关系没有发生太大变化, 依然是为了营

造单宿主效应而引发的垄断行为。 但平台与非竞争平台的关系开始发生异化, 尤其是当进入非

竞争平台业务时, 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可能会弱化甚至停止与非竞争平台的合作关系, 从而产生

新型垄断行为, 主要是自我优待与平台封禁。
　 　 自我优待与平台封禁虽具有不同的行为外观, 但在垄断目的上具有统一性。 自我优待是指

“核心平台 1” 为了促进 “自营 / 关联子平台” 的发展, 给予其超越从属于 “ 核心平台 2” 的

“竞争子平台” 的优惠待遇。
 

〔64〕
 

这种优待行为发展到极致即为平台封禁, 即 “ 核心平台 1”
为了优待 “自营 / 关联子平台” , 不再与 “ 竞争子平台” 发生任何交易。

 

〔65〕
 

此即前述的 “ 腾

讯封禁抖音案” 。 我国学界多认为, 自我优待属于利用杠杆效应排挤竞争者的行为, 这些行为

按照实施方式可以细分为拒绝交易、 搭售、 差别待遇等。
 

〔66〕
 

既有研究多认为, 自我优待的竞

争损害为该行为的杠杆效应, 即核心平台通过实施自我优待, 将其支配地位传导至子平台所在

的相关市场。
 

〔67〕
 

该分析强调的是, “自营 / 关联子平台” 在 “核心平台 1” 的帮助下获得了不

正常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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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生态圈间的竞争转型

　 　 上述分析割裂了 “核心平台 2” 在生态圈间竞争中的角色。 在注意力和数据这两项重要资

产的横向打通之下, “核心平台 2” 营造的是聚合型的业务平台, 即通过业务整合, 一方面推

动 “竞争子平台” 业务的发展, 另一方面获得 “竞争子平台” 所带来的额外的注意力和数据,
进而强化核心平台业务的发展。 因此, 当平台竞争升级为互联网生态圈竞争后, 执法机构应当

将 “核心平台 2” 纳入竞争分析之中, 重点分析其是否能够应对 “核心平台 1” 的各种垄断行

为。 不考虑 “核心平台 2” 的竞争角色, 可能会在竞争分析中导致假阳性错误。
　 　 其一, 当遭遇 “核心平台 1” 的自我优待时, “竞争子平台” 能够在 “ 核心平台 2” 的帮

助下采取应对措施。 我国平台发展历史上最著名的平台封禁纠纷为 2015 年春节之际腾讯在微

信中封杀支付宝红包。 该行为可被解释为腾讯生态圈支持微信红包的自我优待。 但阿里生态圈

基于自身的经济和技术优势, 在一夜之间推出 “支付宝口令” , 短时间内成功突围。
 

〔68〕
 

此时,
若执法机构根据反垄断法对腾讯的行为进行处罚, 一方面, 在创新密集的数字经济中存在执法

效果滞后的问题, 另一方面, 无法激发市场主体自行寻找解决方案的动力。 此外, 阿里生态圈

能够在一夜之间通过 “支付宝口令” 突破腾讯生态圈的封禁, 不仅证明生态圈间的竞争还处

于良性状态, 也意味着反垄断法的介入并无必要。
　 　 其二, 不考虑 “核心平台 2” 的角色可能会限制小生态圈的发展。 以 2017 年顺丰和菜鸟

相互封闭对方的数据接口为例,
 

〔69〕
 

虽然顺丰在快递行业并不具有支配地位, 却是我国第一大

物流平台。 菜鸟虽然是小物流平台, 但从属于规模远大于顺丰的阿里生态圈。 若竞争执法机构

割裂地看待顺丰的封禁行为, 认定其构成反垄断法第 22 条中的拒绝交易, 则顺丰必须向菜鸟

开放数据。 而菜鸟作为快递行业中的小平台, 无须向顺丰开放数据。 如此, 阿里生态圈可以通

过菜鸟获得顺丰的所有数据, 并可能会在随后的竞争中利用跨业经营的优势排除或限制顺丰的

竞争。 事实上, 菜鸟敢于挑战规模远大于己的顺丰, 客观上也说明了其在竞争中充分借助了阿

里生态圈的市场地位。 因此, 顺丰和菜鸟之间的平台封禁行为具有商业上的合理性, 硬性利用

反垄断法对之进行处理, 并不利于相关市场中的竞争, 也不会真正解决问题。 后续事实证明,
虽然事后顺丰和菜鸟在国家邮政局的协调下表面上继续合作, 但实际上二者并未实现全面的互

联互通。
 

〔70〕

　 　 (三) 生态圈内竞争中的垄断行为

　 　 进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后, 平台开始经营自营业务并与商家竞争, 平台与商家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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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开始发生异化。 此时的担忧主要为, 平台可能会利用市场组织职能, 通过优待自营业务来强

化其市场盈利职能。 因此, 与生态圈间竞争主要考虑核心平台的竞争角色和盈利功能不同的

是, 生态圈内竞争涉及如何看待核心平台的市场组织职能。

图 2　 生态圈内的竞争转型

　 　 生态圈内竞争中的自我优待与生态圈间竞争中的自我优待表面上具有相似性: “ 竞争子平

台” 与 “商家” 处于同等地位, 均属平台内经营者的范畴, 但二者存在本质区别: “ 竞争子平

台” 与 “核心平台 2” 处于同一个互联网生态圈, 并受到后者的保护, 而 “ 商家” 是独立的

市场主体, 缺乏生态圈的保护。 笔者认为, 可以通过反垄断法中的控制权概念区分 “ 竞争子

平台” 与 “商家” 。
 

〔71〕
 

受其他互联网生态圈控制的平台内经营者属于 “ 竞争子平台” , 未受

到其他互联网生态圈控制的平台内经营者属于 “商家” 。 区分二者的主要目的在于, “竞争子

平台” 在互联网生态圈的保护下可以实施对抗行为, 独立的 “ 商家” 则受制于平台的市场组

织职能, 难以与平台直接抗衡。
　 　 为促进自营业务的发展, 平台可能会从两个方面对自营业务进行优待: 一为增加自营业务

的首页曝光率、 提升自营业务的搜索排名、 降低商家业务的搜索排名等。 这些行为属于显性的

自我优待行为。 二为通过搜集分析商家数据来提升自营业务的竞争优势。 该行为类似于自我优

待, 但也有区别。 自我优待是指平台向自营业务提供更为优惠的服务, 而平台利用商家数据与

之竞争时, 可能并不直接涉及向自营业务提供优惠服务的内容。 当然, 即便不向自营业务提供

优惠服务, 平台也可通过分析商家数据获得超越竞争水平的优势。
 

〔72〕
 

这些行为属于隐性的自

我优待行为。 欧盟明确将之纳入监管范畴, 由数字市场法第 5 条规制。 但隐性的自我优待尚未

纳入我国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
　 　 即使对于显性的自我优待, 反垄断法能否规制也充满着争议。 反垄断法中的差别待遇规则

仅禁止垄断者在第三方交易主体之间的歧视性行为, 而自我优待涉及的是优待自己、 “ 劣待”
第三方交易主体的行为。 市场机制原则上不禁止经营者给予自己超越他人的交易条件。 因此,
差别待遇规则难以成为规制此类自我优待行为的法律依据。 反垄断法中的另一可能规制依据为

必需设施原则, 即当某项资产构成必需设施时, 垄断者必须与第三方主体交易。
 

〔73〕
 

但必需设

施的认定条件极为苛刻, 要求涉案平台必须同时缺乏现实的及潜在的 “ 可替代性” 。
 

〔74〕
 

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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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我国尚未有过涉及平台构成必需设施的案件。 在国际上第一起自我优待案——— “谷歌比

价购物案” 中, 欧盟也未将谷歌的搜索引擎认定为必需设施。 欧盟学界强烈批评这种在不认

定必需设施的情形下确定自我优待违法的做法, 认为此举大大突破了传统反垄断法的调整范

围。
 

〔75〕
 

自我优待涉及平台利用市场组织职能强化市场盈利职能的行为, 本质上属于平台与商

家因交易地位不平等而引发的问题。
 

〔76〕
 

但反垄断执法的目标在于促进经济效率, 而非保护弱

势群体。
 

〔77〕
 

因此, 生态圈内竞争中的自我优待问题无法在反垄断法中得到有效解决。
　 　 扼杀性并购 ( predatory

 

acquisition) 是生态圈内竞争中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垄断行为, 是指

平台在打造互联网生态圈的过程中, “收购具有市场竞争潜力的初创企业, 防止其被其他大型

平台收购或成长为不受自身控制的竞争对手” 。
 

〔78〕
 

这些被扼杀的初创企业缺乏互联网生态圈

的保护, 因此, 这种并购不属于生态圈间竞争的范畴, 本文将之归类为生态圈内竞争中的垄断

行为。 生态圈的打造不仅可以产生进入其他平台业务的攻击效果, 也可以实现保护主营业务的

防守效果。
 

〔79〕
 

扼杀性并购正是这种防守性效果的体现。 数字经济中的竞争集中于 “ 杀手级应

用” ( killer
 

apps) , 或者说突破性创新。 突破性创新不但需要投入极高的成本, 并且存在极大

的风险。 对于头部平台来说, 实现防守性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即是将能够冲击自身核心平台业

务的突破性创新扼杀在萌芽阶段。 扼杀性并购不仅会限制其他平台的竞争, 也会对初创企业的

创新造成负面影响。 虽然扼杀性并购的竞争损害不难理解, 但存在实施层面的困难。 其难点在

于, 扼杀性并购在发生之际并不存在明显的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 往往是在发生一段时间之

后, 尤其是初创企业在被并购后取得商业成功时才会引发关注。 但此时再用反垄断法对之进行

禁止为时已晚。 因此, 扼杀性并购问题在反垄断法中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虽然降低了平台的运行成本, 但其业务聚合的模式引发了异种业务平台

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种竞争模式不似 Web
 

2. 0 形态中的 “为了市场的竞争” , 更接近于传统经

济中的 “市场内竞争” 。 在这种竞争模式下, 互联网生态圈平台开始与其他的既得利益平台

“短兵相接” , 引发了更多的生态圈间垄断行为。 此时, 以调节竞争关系为目的的反垄断法并

未失效, 只是需要基于新情况进行调整。 但是, 互联网生态圈内的垄断行为同时涉及竞争关系

与交易关系, 反垄断法对之的处理开始凸显不足。

五、 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制度框架

　 　 从 2009 年至今, 我国学界对于平台反垄断的研究已逾十年, 基本形成了反垄断法与监管

共同调整平台垄断行为的二元分治通说。 目前的主要争点为, 如何建构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

治的制度框架。 前文对于平台形态演变与垄断行为类型的关联研究可提供初步回答。
　 　 (一) 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确立

　 　 数字经济初始于 Web
 

1. 0 形态中的存储中介平台, 发轫于 Web
 

2. 0 形态中的信息交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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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进而演化成当前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业务聚合平台。 从进化论的视角来看, 这三个阶段

并非相互替代的趋异式进化, 而是前进发展的复化式进化。 在这个过程中, 后一代的数字经济

总是在前一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新的商业模式。 我国的学术研究虽然注意到了数字经济中的垄

断问题, 但进化论视角的缺乏使得不同阶段的研究成果发生断裂, 尚未形成合力。
　 　 平台垄断行为类型与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密切相关。 前述研究表明, 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

带来了平台垄断行为的两次扩张以及两重异化。 两次扩张涉及平台相关市场范围: 第一次为

Web
 

2. 0 形态将传统经济中的单边市场扩张为双边市场, 第二次为互联网生态圈形态将

Web
 

2. 0 形态中的单种平台业务经营扩张为聚合平台业务经营。 但这两次扩张未超过反垄断法

的调整范围, 所带来的只是体系内挑战。 两重异化主要发生在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 与平台职

能的扩张密切相关。 第一重异化发生在平台与非竞争平台之间, 但反垄断法依然可以有效应

对, 只是需要在实施机制中融入互联网生态圈形态的新特征。 第二重异化发生在平台与商家之

间, 无法被反垄断法有效解决。
　 　 平台垄断行为的扩张和异化不仅影响着数字经济中的竞争格局, 也正在不断影响着我国乃

至全世界平台反垄断的研究、 执法和立法。 就研究而言, 我国学界已认识到, 在数字经济领域

“强化反垄断” 不只是强化反垄断法的执法, 还需要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 前文分析表

明, 传统反垄断机制在面对生态圈内竞争中的异化垄断行为时确实存在无能为力的情形, 亟需

引入监管机制进行联合执法。 在 2020 年之前, 我国执法机构对于数字经济持 “ 包容审慎” 的

规制态度, 此时对于平台垄断行为的治理主要由司法机构主导。 由于 Web
 

2. 0 平台所带来的

只是数字经济规模的扩张, 尚未引发垄断行为的异化, 因此并未出现认定平台违反反垄断法的

司法案件。 2020 年底中央提出 “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的要求, 自此进入执法机

构主导的平台治理新阶段。 其中, 受到处罚的平台垄断行为主要是独家交易。 但独家交易只是

Web
 

2. 0 形态中的垄断行为。 对于实践中已经出现的互联网生态圈中的垄断纠纷, 我国执法和

司法机构尚未展开实质性行动。 或许也是意识到存在反垄断法无法有效调整的平台垄断行为,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在 2021 年底发布了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见稿” 与 “ 平台责任指南意

见稿” 。 虽然这两个指南尚未颁布, 但也正式确立了我国在数字经济中实施反垄断法与监管二

元分治的立法与执法理念。
　 　 在世界范围内, 对于数字经济的规制同样经历着从 “ 包容审慎” 到 “ 强化反垄断” 再到

反垄断法与监管二元分治的态度转变。 约在 2016 年之前, 世界范围内甚少有认定平台垄断的

案件。 自 2016 年始, 欧盟开启了平台反垄断的热潮, 之后多次运用反垄断法对平台企业进行

巨额处罚。 但在进入 2020 年之后, 欧盟开始意识到反垄断机制的不足之处, 于是推出数字市

场法的立法草案, 并于 2022 年颁布, 成为当今平台监管的代表性立法。 美国作为另一反垄断

重要法域, 也在积极推动反垄断法与监管的二元共治。 例如, 任命新布兰代斯学派 ( 积极规

制学派) 的领军人物莉娜·可汗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 美国众议院于 2021 年仿效欧盟

数字市场法提出五部关于平台监管的立法草案。
 

〔80〕
 

甚至,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不断呼吁各

国应当在反垄断法之外佐以监管的支撑。
 

〔81〕
 

由此可见, 在数字经济中实施反垄断法与监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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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分治已经形成共识。
　 　 (二) 反垄断法的有效性

　 　 虽然反垄断法和监管均能实现对垄断行为的调整, 但反垄断机制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
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蕴含着权力机构的自我克制与谦抑包容。 尤其是在面对包含极大不确定性和

未知风险的数字经济中, 反垄断法最能体现法治化原则与科学化原则的基本要求。
 

〔82〕
 

与之相

比, 监管对于市场机制的破坏程度较高。 一旦出现监管失灵, 则会对相关经济领域造成较长时

间的破坏。 因此, 通说认为, 在调整垄断力量时, 应当首选反垄断法, 只有存在结构性失灵时

才可求助于监管。
 

〔83〕
 

在确立二者各自的调整范围时, 应当首先明确反垄断机制的能与不能,
进而才能在反垄断机制不能之领域探讨监管的补充调整功能。
　 　 在主导平台反垄断的进程中, 我国执法机构出现了偏离传统反垄断法分析方法的情形, 甚

至呈现出以超越反垄断法的方式进行反垄断执法的势态。 比如, 在 “ 阿里案” 中, 执法机构

指出, 分析竞争损害的关键在于审查涉案行为是否 “ 形成锁定效应, 减少自身竞争压力, 不

当巩固并强化自身市场力量” 。 但较为遗憾的是, 执法机构并未对涉案行为的市场封锁效应进

行定量分析。 该案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 淘宝在实施独家交易的 5 年间市场份额不增反降,
共下降 15%。 这意味着在垄断行为实施期间, 淘宝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增加了 15%, 相关市场

中的竞争并未被封锁。 虽然若无涉案垄断行为, 竞争者的市场份额可能会更高, 但不作反事实

分析,
 

〔84〕
 

难以得出相关市场可能会在中长期竞争中被封锁的结论。 前文指出, 我国实务界和

理论界均已认可独家交易必须按照合理原则进行执法, 但该案的分析却是近乎将之按照本身违

法进行处理。 “中国知网案” 对于超高定价的分析同样缺乏充分的说理。 强化反垄断执法并非

超越反垄断法执法, 若此, 则失却了反垄断机制谦抑包容的基本特质, 反而呈现以反垄断法之

名、 行监管之实的嫌疑。
　 　 市场发展表明, 这种执法方式并没有起到保障数字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作用。 从执法效果

来看, 我国近期的平台反垄断案件已经导致三种畸形的执法现象: 其一, 反垄断处罚并未弱化

头部平台的垄断地位。 时至今日, 所有的受罚平台, 如阿里、 美团、 中国知网、 食派士等, 无

不在相关市场继续保持垄断地位。 其二, 反垄断处罚存在威慑效应不足的问题。 我国历史上多

次出现平台被罚后股价不降反升的现象。 比如, 虽然 “阿里案” 创造了 182. 28 亿元的行政罚

款记录, 但在处罚决定书发布当天阿里的股价上涨约 6%, 获利远超罚款数额。
 

〔85〕
 

似乎反垄

断处罚不是负面性评价, 而是给予平台投资前景的肯定性背书。 其三, 反垄断调查存在威慑效

应过强的问题。 我国的平台企业在被启动反垄断调查之后, 股价立即开始持续回落; 与之相

比, 欧美的反垄断调查对于相关平台企业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
 

〔86〕
 

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 这

种执法模式更容易导致违法性处罚且难以被推翻, 而欧美的反垄断调查更具有不确定性。
 

〔87〕
 

这种执法效果严重背离了平台反垄断执法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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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对平台发起反垄断执法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均缺乏国际型头部平台。 欧盟是执行平台反垄

断最为坚决的法域, 但欧盟最大的平台声破天 ( Spotify) 甚至都未进入全球平台企业二十强之

列。
 

〔88〕
 

目前欧盟平台反垄断的对象均为美国平台, 至今没有一家欧盟本地平台被纳入执法范

畴。
 

〔89〕
 

而作为数字经济最发达的美国, 甚至未有任何一起认定平台违法的终局垄断案件。
 

〔90〕
 

我国对于这种偏离甚至超越反垄断法的执法态势必须保持警醒。 在我国, 数字经济不仅承担着深

化创新发展的责任, 还肩负着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提升对外贸易的重任。 继续进行超越反垄断法

的执法, 不是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 虽然数字经济的形态演变给反垄断法的实施造

成了诸多挑战, 但这只是反垄断法体系内应对的问题, 不需要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分析范式。
　 　 (三) 监管的补充功能

　 　 监管对于反垄断法的补充功能主要表现为, 监管的范围应当仅限于反垄断法无法处理的行

为, 即生态圈内竞争中呈现的各种垄断争议。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见稿” 和 “ 平台责任指南

意见稿” 为监管的引入提供了基础, 但存在未充分考虑反垄断法有效性以及互联网生态圈发

展特征的问题, 需要进行调整。
　 　 1. 明确平台分类分级的目的

　 　 平台分类的目的是划定需要监管的平台业务。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的竞争模式表明, 平台

治理的对象应当定位于核心平台业务, 而非难以形成聚合效应的非核心平台业务。 从我国数字

经济的发展来看, 核心平台业务可能包括综合类电子商务、 在线搜索引擎、 社交网络、 视频分

享、 即时通讯、 操作系统、 应用商店、 第三方支付、 云计算等。 鉴于互联网生态圈尚在发展进

化之中, 该名单可保持开放, 随着核心平台业务的发展和融合再行增减。
　 　 平台分级的目的在于确定哪些平台企业需要被监管, 这必须根据反垄断机制之不足进行设

置。 前文的分析表明, 真正超越传统反垄断机制的垄断纠纷主要发生在平台与商家的竞争之

中。 依照平台形态之不同, 这又可具体区分为两种情形: ( 1) Web
 

2. 0 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

纠纷。 原则上, Web
 

2. 0 平台与商家的纠纷属于平台自我规制的范畴, 一般不需要监管。 但随

着数字经济对于社会结构的重塑, 平台 ( 包括互联网生态圈平台) 通过数字技术获取了传统

上由政府掌控的权力, 如平台内规则已经开始代替政府进行企业资质认定与责任监管。
 

〔91〕
 

因

此有必要对平台的自我规制进行一定形式的监管, 以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情形。 依据新监管理

论, 监管除了政府监管与自我规制之外, 还存在第三种状态, 即元规制。 元规制是以政府的外

力引导实现对自我规制的监管。
 

〔92〕
 

学者们普遍认为, 在 “需要解决的问题过于复杂, 或者受

规制的行业非常特殊且处于动态演进” 时, 尤为需要元规制的监管。
 

〔93〕
 

平台的自我规制就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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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情况, 可适用元规制进行监管。 ( 2)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纠纷。 互联网

生态圈形态中平台的自营业务引发了异化的垄断行为, 且该行为无法被反垄断法调整。 但是否

需要引入监管立法, 我国学界尚未达成一致。 有学者提出, 可以援引公共性理论进行监管,
 

〔94〕
 

但也有学者指出该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漏洞。
 

〔95〕
 

尽管存在理论争议, 但如果不对存在结构性

市场失灵的平台业务进行监管, 将使这些领域长期处于垄断状态。
　 　 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监管场景, 笔者建议设置大型平台和超级平台两个级别进行分类监

管。 设置大型平台的目的是应对 Web
 

2. 0 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纠纷, 保障监管机构能够监督

平台内规则的制定过程。 大型平台的分级标准可以参考当前 “ 平台分类分级指南意见稿”
第 3. 2 条, 即具有较大的用户规模 ( 在中国的上年度年活跃用户不低于 5000 万) , 并且具有

较高的经济体量 (上年底市值或者估值不低于 1000 亿人民币) 。 设置超级平台的目的是应对

互联网生态圈形态中平台与商家的纠纷。 对超级平台的设置应当非常慎重, 即便存在异化的平

台垄断行为, 但在竞争充分的时候, 商家在转投竞争性平台后即可有效保障自身的利益。 只有

竞争严重不足时, 异化的平台垄断行为才无法真正被市场机制调整。 因此, 除搜索引擎等少数

竞争严重不足的领域之外, 绝大多数存在两个甚至以上的竞争性平台的领域都没有必要指定超

级平台。 此外, 鉴于当前严重缺乏竞争机制的领域为数不多, 可不对超级平台设置量化标准,
仅作出上述限定即可。
　 　 2. 对于大型平台的监管措施

　 　 对于大型平台的监管主要限于对其自我规制的监管, 其抓手为平台内规则的制定。 这可从

如下三个方面落实: 第一, 要求大型平台建立平台内规则的制定机制。 虽然监管机构并不主动

控制这些规则的具体内容, 但可要求大型平台先行建立平台内规则的制定程序。 该制定程序可

仿效国家立法程序设置, 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 让商家、 用户、 行业协会、 专家学者等利害关

系方广泛参与, 经充分酝酿后形成。 第二, 建立平台内规则的外部督促机制。 为防止大型平台

就特定问题疏于制定规则, 监管机构可以要求其定期上报平台内规则的制定规划, 也可随时要

求其制定特定的规则。 第三, 确立平台内规则的外部审查机制。 平台与商家的纠纷应当由大型

平台自己解决, 监管机构应当定位为平台内规则的外部审查机构, 负责处理因平台内规则的合

理性而引发的争议, 有权审查处于争议状态的平台内规则是否公平合理、 是否会促进数字经济

的发展等。
 

〔96〕

　 　 此外, 还需对大型平台施加披露义务。 目前平台的所有行为均由算法暗中操控, 难以被其

他市场主体察觉。 披露义务是最为轻微的监管措施, 对平台运营的干预程度较低。 但披露义务

可以让商家了解平台的运行状况, 并在此基础上作出理性选择。 鉴于直接要求大型平台公开算

法的所有内容可能会涉及侵犯平台商业秘密的问题, 可以要求其公开相关算法的主要原则, 并

对用户进行风险提示。
 

〔97〕

　 　 3. 对于超级平台的监管措施

　 　 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意味着市场无法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因此应当对超级平台施

加超越其他平台的特殊义务。 平台的市场组织职能使其已然超越传统企业的范畴, 成为承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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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政府职能的第三部门。 尽管传统理论要求, 第三部门在发挥社会调整职能时必须承担非营利

性的义务,
 

〔98〕
 

但平台经营自营业务不仅可以提升社会总福利, 也会提升消费者福利。
 

〔99〕
 

因

此, 不应完全禁止超级平台从事自营业务, 但可要求其在经营自营业务时平等对待其他商家,
不得实施自我优待。 鉴于自我优待实施的秘密性, 超级平台也应如同大型平台一样承担算法的

披露义务。
　 　 针对扼杀性并购的问题, 有学者建议调整经营者集中的申报门槛, 将其纳入反垄断审查的

范畴。
 

〔100〕
 

扼杀性并购的难点在于: 一方面, 我们不能完全禁止平台并购初创平台; 另一方

面, 该行为的竞争损害在并购发生之时难以察觉。 因此, 调整申报门槛只是扩张了执法机构的

审查范围, 依然无法解决扼杀性并购的实体定性问题。 对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提出

了一个相对折中的方案, 即将排除、 限制竞争效果的举证责任倒置给并购方。
 

〔101〕
 

然而, 这对

于并购企业的举证责任要求过高, 且扼杀性并购的危害只有在严重缺乏竞争机制的情况下才会

比较突出, 因此, 仅对超级平台作相关要求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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